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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再现立体的纪检监察工作场景

  《阳光之下》以纪委监委一线审查调查人员为主角，通过对

他们与腐败官员较量过程的逼真描写，展现纪检监察人的忠诚、

担当、英勇和智慧，对纪检监察人复杂丰富的内心和情感世界的

描写，再现了立体鲜活的纪检监察工作场景和反腐败斗争的惊

心动魄，让人耳目一新。

  翻开作品，才知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查办贪腐，还要担负起廉

政宣传教育、纯风化俗等多重职责，这也注定了本书中的纪检监

察干部群体构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在突出故事主线的同

时，融进了纪检监察人的日常生活和常态人生，多方位展示纪检

监察人的群像，使人物更真实，更丰满。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深刻

剖析腐败官员权欲私欲的膨胀，人性畸形蜕变的历程，对现实中

花钱买官、行贿受贿、以权谋色、拉帮结派、谋财害命、帮官员代

孕等腐败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弘扬正气，呼唤良知。

建立数据合规实务指引体系

  《数据合规实务全指引：关键场景与典型行业》一书通过系

统梳理近年来数据领域纷繁复杂的立法成果，深入总结数据合

规在不同场景、不同行业、不同数据行为中的实践经验，建立起

具有强烈实践导向的企业数据合规“规范—体制—机制”一体化

的指引体系，以期实现三方面的目标：一是为特定行业建立内部

数据合规机制提供有益借鉴；二是为数字法学相关领域的学术

研究创造丰富的实践参考；三是为数据合规领域的政策制定与

立法工作搭建政企联动的衔接桥梁。

  当前，数字法治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本书出版过程

中又有相关文件出台，尽管这些文件未能涵盖其中，但本书所搭

建的数据合规框架仍然能够辐射至相关主要领域和重要场景，

为企业适应快速更新迭代的数字法治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完善教育救助法律制度之理论

  《教育救助法制研究》一书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对教育救

助法律制度如何更好地回应教育救助实践进行了探讨。书中首

先介绍了教育救助法制研究的背景、意义、概念和性质以及国内

外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之后对教育救助法制的理论基础、教

育救助法制的现状与问题、教育救助法律主体、教育救助给付与

标准、教育救助程序、教育救助法律责任、教育救助权利救济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提出了完善教育救助法律制度的

未来立法构想。

  完善教育救助法律制度，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救助制度程序

化、法定化，切实保障公民教育救助权利的实现。本书的研究有

助于进一步丰富社会保障法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内容，

推动社会救助理念的进一步转型，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教育救助

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作品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方法

  《作品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一书从事实与法律、局部与整

体、相似与差异、行为与结果、大众与专家、共性与个性六个维度

剖析既有争议，展现实质性相似问题的全貌。以此为基础，本书

进一步提出体系化的版权侵权判定思路，明晰了实质性相似判

定服务于作品侵权属性的判定，并提出“排除独立创作可能性—

市场替代—均衡分析”三步走的实质性相似分析思路。

  作品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是版权领域的重要问题。在实践

中，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通常以“方法”的面貌示人。面对作品实

质性相似侵权判定实践中的“方法”之惑，本书作者提出应当跳

出“方法”看“方法”，将作品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置于版权法的

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之中进行考察，探求作品实质性相似侵权

判定的内在规律，力争透彻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

些根本性问题。

□ 殷啸虎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它是汉代以来盛

行的用《春秋》等儒家经书所主张的思想观点作为

审理案件的依据的一种断案方式。虽然后人对其

有不同评价，但从法律发展的视角而言，这是一场

法文化意义上深刻的司法的革命，是在“汉承秦

制”的基础上，从法律理念和法律适用上推动了法

律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确立了法家的法治主

义，严格按照法律文本的规定定罪量刑。这种立

法与司法意义上绝对的客观主义虽然强调了国

家法律的权威，但忽视了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观因

素，用僵化的法条去处理复杂的行为，必然会走

向其反面。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直接引发陈胜、

吴广起义的一个法条——— 失期。根据《云梦秦简·

徭律》规定：“失期三日至五日，谇；六日至旬，赀

一盾；过旬，赀一甲。”如果是“水雨，除兴”，即免

除徭役。而到了秦二世时，奉行法家重刑主义，将

这一规定改为了“失期，法皆斩”。尽管从规范文

本而言，这个规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法

律的适用而言，导致“失期”的原因又是多方面

的，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陈胜、吴广

等戍卒的失期，就是因为大水冲毁了道路。可按

照当时的法律，不问缘由，“法皆斩”。在这种情况

下，也只有揭竿而起一条路了。因此，这条法律可

以说是引发陈胜、吴广起义并最终导致秦王朝覆

亡的导火索。

  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秦

朝的法律制度，包括“失期”的规定。据《汉书·

公孙敖传》记载：汉武帝时，将军公孙敖同霍去

病一同攻打匈奴，但因在沙漠中迷路，导致“失

期”，依法当斩，“赎为庶人”。因此，如何应对

并处理好僵化的法条与复杂的行为之间的关

系，就成为当时法律适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

题，春秋决狱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运而

生的。

  春秋决狱的始作俑者是汉代大儒董仲舒。

据说董仲舒老病致仕后，朝廷每有政议，经常派

遣时任廷尉的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

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而董仲舒春秋决狱

对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明确提

出了根据行为人主观动机以确定罪责的法律

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春秋》

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

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也就是说，要

以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作为判定其罪责的主要依

据。《盐铁论·刑德》中，更是借文学之口，阐述

了这一观点：“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

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

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因此，春秋决狱

所提出的“论心定罪”，强调应当根据行为人的

主观动机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对

自秦及汉初以来所盛行的客观归罪原则的一场

司法革命。汉哀帝时朝廷关于薛况伤人案处理

的争论，可以说是援引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

一个典型案例。

  薛宣是汉成帝时著名丞相，后因过错被罢

免。汉哀帝即位后，时任给事中的申咸对他进行

弹劾。薛宣之子薛况时任右曹侍郎，为报复申

咸，指使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并毁容，让

他无法再做官。案发后，汉哀帝命司法机关讨论

该如何处理。御史中丞等认为：薛况指使杨明在

大庭广众之下砍伤申咸的行为极其恶劣，按照

“《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薛况为首

恶，杨明动手伤人，“功意俱恶，皆大不敬”，应当

判处其死刑。但廷尉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

罪”，薛况是因为父亲被申咸毁谤，一怒之下叫

杨明报复伤人，其主观上并无其他恶意，如果

“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

可施行”。汉哀帝命大臣讨论，但大臣意见也不

一致，最终薛况被免死发配敦煌，薛宣也受牵连

被免为庶人。

  虽然从法律规定而言，对这一案件如何处理

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但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援引

了春秋决狱的“论心定罪”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主

要依据，说明至少在西汉中后期，“论心定罪”已经

成为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春秋决狱对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另一个贡

献，就是根据《春秋》等儒家经义去处理疑难案

件，用经义内容弥补僵化法条的不足，并由此确

立了一系列的司法原则，这些原则也被后世法

律所沿袭，如反对株连扩大化的“恶恶及其身”

原则。东汉赵憙任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

（赵）憙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

人”，但赵憙认为：《春秋公羊传》中主张“善善及

子孙，恶恶止其身”，以此，对这些余党应网开一

面，“可一切徙京师近郡”，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被

采纳。汉安帝时，清河相叔孙光犯赃罪，被禁锢

父子二世。后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赃罪，诏下三

公、廷尉议。大多数官员都认为应当按照叔孙光

的先例禁锢父子二世，唯独太尉刘恺认为：“《春

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

善也”，“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

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最终朝廷采纳了刘

恺的意见。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些重要

原则与制度，如十恶、八议以及“亲亲得相首匿”

等，在形成与确立的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春秋决

狱的影响。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法文化现象，用儒家经

典去解释现行法律，赋予僵化的法律文本以新

的内涵，增强了法律的适用性和应对性，因而一

直盛行不衰。作为中华法系代表的《唐律疏议》，

也深受春秋决狱传统的影响，在其“疏议”部分，

大量援引儒家经书解释法律，阐释法律文本的

经义。不仅如此，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还

说过这样的话：“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

行；折狱而非也，暗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

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

相顺，故君子重之也。”这一观点，在《唐律疏议》

中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成为《唐律疏议》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基本指导

思想。

□ 余定宇

  在许多人的眼里，康有为是一个怪人。他的一

生充满着种种令人讶异的自相矛盾——— 他既是一

个令后世都极其推崇的维新派思想家，同时，又是

一个极其愚忠的保皇党。

  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

争”在广州城下爆发。炮声刚刚平息了16年，即

咸丰六年（1856年）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

又起。两年之后，康有为才刚刚出生，广州城便

被英法联军攻陷。又过了两年，北京城“火烧圆

明园”，而同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又席卷了长

江南北。无奈之下，清政府便只好再次丧权辱

国，继《南京条约》之后，《北京条约》再次割地

赔款。

  值此王朝末日时，又置身于中国反侵略战争

的最前沿，康有为目睹国运的衰颓、人民的苦难，

刺激着他幼小的心灵。因此，他一生的思维方式无

论怎样的复杂、混乱和多变，但他始终都是一个

“爱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这一点，他始终

不如他的另一个广东同乡孙中山。孙中山深深地

知道，“君主专制、官僚政治”才是中国一切贫弱问

题的祸根。所以，经过十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

终于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而被当时四万

万的中国人誉为“国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次年2月，刘公岛

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堂堂中华，竟会败于日

本之手？朝野上下，哭声一片。

  1895年3月，终于考取了“举人”功名的康有

为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正来到北京准备第

二次参加会试（即“考进士”，考中者可任为官）。

但4月15日，北京的大街小巷，就处处传遍了《马关

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清政府要割让辽东半

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白

银两亿两！”

  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悲愤异常的康有为终

于爆发了！自31岁起，他就屡次赴京进行乡试、会

试，亦屡次上书给皇帝言变法图强。但每次赴考，

他都名落孙山，而每次上书，亦都石沉大海。但这

一次，他决心要豁出去了——— 他要发动一次“公

车上书”！

  此后三年，康有为的“变法梦”，就总在“变于

下”，还是“变于上”这两条途径上挣扎。一方面，他

在京、沪开办强学会、保国会，刊行他撰写的《孔子

改制考》，并到处声泪俱下地演讲。另一方面，他又

再三再四，而且再五再六地上书给光绪皇帝，讲述

他心目中的“维新变法”梦。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

人。1898年5月29日，反对“维新变法”的首席军机

大臣、恭亲王奕病死，光绪皇帝便决心乘机大展

宏图，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终于爆发了“戊戌变

法”这悲壮的一幕。

  在“戊戌变法”已“梦想成真”之后，康有为

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操盘手，但在这个

时候，他学识上的“万花筒”性质———“肤浅而又

极易多变”暴露了他的严重不足。坦率地说，在

他全部的“变法”内容中，对整个中国社会最深

层的病根———“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毫无认

识，与整个中国“法律的改革”“法学的进步”等

重点问题几乎是完全无关。请看下列的事实：事

实之一，是康有为六次向光绪上书中，只敢向皇

帝提出一个“设议郎”的陈旧建议，而对郑观应

早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就大声疾呼过的“立宪

法、开议会”的立法改革主张，和伍廷芳首倡的

“仿照西法、删除酷刑”的司法改革设想，却是连

半个字都没敢提。事实之二，是康有为在《戊戌

奏稿》中俯拾皆是的“君主立宪”字句，众所周

知，那是他在后来逃亡海外时才添加进去的。事

实之三，是康有为不仅将日本“明治维新”那种

假立宪奉为强国的真经，而且，还不可思议地提

出了要把在《马关条约》中狠咬过中国一口的伊

藤博文请来，作为“戊戌变法”的顾问！这一点，

不仅激起了慈禧的愤怒，而且，一旦传出去，更

可能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恨。由此而视之，

康有为的才力，实在不足以指导那一场复杂的

改革。

  但在康有为“大变速变”的激进思想指导

下，光绪皇帝就像围棋对局中的一个俗手———

“大场”不占、“急所”不行，而是毫无行子秩序地

忙着贪吃废子：废科举、削冗官，一下子就打破

了千千万万人的饭碗 ，弄得朝野上下、沸反

盈天。

  当改革已完全无法再推行下去之时，康有为

却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变法的希望全寄托

在一个刺杀慈禧太后的惊天大阴谋上。事态发展

至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是必然的了。之后慈

禧突然发动了“戊戌政变”——— 光绪皇帝被剥夺了

全部的权力，禁锢在瀛台孤岛，康有为、梁启超逃

亡日本，而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林旭、刘

光第、杨锐、杨深秀“戊戌六君子”则慷慨就义、喋

血菜市口。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

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康康有有为为的的““变变法法梦梦””

史海钩沉

□ 吕忠梅

  多年以前，唐代诗人杜甫这样描述《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

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以浓浓的“物我相友”之

情，诗意地表达“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治国之道

中，中华民族自古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

度，不伤财，不害民”的律令，体现“道法自然”的法

律观。但中国的文化和法律中，并没有自然保护地

的概念及其相关制度。

  世界上公认，建立自然保护地是最有效的保

护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理想模式。一

般认为1872年经美国政府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公

园——— 黄石公园，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

护地。因其强调自然保护的理念，且取得显著成

效，而成为其他国家争相学习和借鉴的保护地制

度。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各国自然保护地事业发展

基础上，成立了“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推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

等。全世界自然保护地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并

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保

护区建设。到2012年，我国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373个，还设立了一大批风景名胜区、湿地公

园、森林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

区等专门自然保护区域，颁布了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党的十八大将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

新目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动和保障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

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的改革任务，2017年出台《建立国家公

园体制总体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

标，2019年制定《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在这些改革文件

中，都明确提出了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

律法规、推动制定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任务。这

既是“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必然要求，也

是深入开展自然保护地及其相关立法研究的契

机与动力。

  回顾中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自然保护地立

法可谓曲折萦纡。立法遭遇尴尬的背后，是理论

研究的不成熟。多年来，虽然一直有学者从事自

然保护地法研究，但在以污染防治为主的“小环

境法”理念影响下，涉足该领域的环境法学者不

多，研究相关立法问题的主要是从事自然保护

或生态保护的科学家及其团队成员。认真梳理

各种研究成果，却发现：虽然各方面都在呼吁进

行自然保护地立法的“顶层设计”并鼎力推动，

但“国家公园法”或“自然保护地法”的概念范

畴、价值理念、法律规范却始终面目模糊；虽然

各方面对自己提出的立法方案据理力争并常常

不欢而散，但激情背后却是不同学科、不同话语、

不同思维方式下的“鸡同鸭讲”。实际上，要真正

把“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的

政治决策转化为立法决策，需要坚实的法学理论

作为支撑。全面系统地研究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过程中的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深

入研究与自然保护地建设有关的各种利益诉求

与保障条件、现行法律冲突与空白，建立有说服

力的自然保护地法基础理论与立法技术方案，

迫在眉睫。

  正因如此，从2019年开始，我和几位青年环境

法学者共同组成课题组，从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

研究的角度，对自然保护地法基本理论、国家公园

法与自然保护地法的关系、国家公园立法路线图、

自然保护地立法框架等展开研究。将建设自然保

护地体系涉及森林、湿地、荒漠、海洋等不同生态

系统和多个管理部门、多方利益主体作为一个复

杂的生态——— 社会大系统加以研究，力争通过创

新法学理论厘清这个复杂大系统所涉及的各种利

益关系，回应和解决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实

践问题，提出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

的立法方案。

  考虑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改革是对已有的“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重构。我们在构建新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对具有弥补中国生态环境

领域立法空白意义的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

进行研究和设计过程中，本着打通“事理”和“法

理”，实现从“事理”到“法理”转换的理路，首先在

法律基本范畴、立法价值目标、体制机制重塑、法

律规范配置、制度体系建构等方面寻求理论创新

与突破，促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从政策立场向

法律态度的转化、从政策逻辑向法律体系的转化、

从政策语言向法律概念的转化、从政策话语向法

律制度的转化。为此，我们在“基本理论编”中提出

并回答了一些理论问题。

  以这些理论成果为基础，我们在“立法建议

编”中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法专家建议稿（草案）》

及其条文说明。既是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立法

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针对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

践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所做回应。通过“专家建议

稿+条文说明”的方式，在全面展示自然保护地立

法基础理论研究转化为立法方案的方式与过程

的同时，也为立法机关提供参考。

  我们深知，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远未达至

成熟。将其呈现在大家面前，目的在于进一步促

进与同仁们的学术交流与交锋，以共同促进由

“国家公园”成就“公园国家”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早日出台，保障中华大地美景永驻、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

以“国家公园”成就“公园国家”之法
《自然保护地立法研究》自序

春春秋秋决决狱狱的的法法文文化化意意义义

书林臧否

法律文化


